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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place incivility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Previous re-
searches mainly focused on the targets and instigators of incivility; few studies focused on wit-
nesses. Based on import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yste-
matically combs the theoretical basi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ooker responses to workplace incivility. In general, the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bystanders 
mainly include punishment of the instigators, aid to the victim, and avoidance of the situation. The 
related research mainly uses two methods: critical incidence technology and virtual situation ex-
periment. Factors that affect bystander behavio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cognitive 
factor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Recommendation to future re-
searchers can be provided, including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bystander behavior in 
depth, log research,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bystander behavior, 
related moderator and mediation variables. We aim to help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ula-
tion of management policie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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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workplace incivility)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无礼行为的受害者

和实施者，针对旁观者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近年来国内外重要的实证研究，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中旁

观者反应的理论基础、神经与认知机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梳理。总体来看，旁观者的行为反应主要有

惩罚实施者、帮助受害者、回避情境三种，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关键事件技术和虚拟情境实验两种方式进

行。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可分为认知因素、个体特征和组织因素三类。未来的研究可深入探讨旁观者

行为的产生机制，关注日志研究与实验室研究等方法，并着眼于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因素与相关调节、中

介变量，为管理政策的制定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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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是一种对他人或目标造成伤害的低强度越轨行为，该行为的意图通常模棱两可，

并且与相互尊重的职场规范相违背(Andersson & Pearson, 1999)。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职

业压力源，大量研究表明，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对个体和组织都具有消极影响。当观察到其他同事经历无

礼行为后，旁观者也会经历情感衰竭(Totterdell et al., 2012)。而其对于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的潜在影响有

时无法估量。 
由于大多数无礼行为都发生在有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下，且无礼行为对旁观者的心理和行为造成影响，

因此已有研究者开始重视。纵观以往，大多以道义公平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为基础，或研究旁观者对无

礼行为的情绪反应，以及情绪的产生机制；或研究旁观者的行为反应，如惩罚实施者和补偿受害者；或

研究无礼行为对旁观者产生的消极情绪和行为后果。本研究旨在梳理和回顾以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展

望未来的研究发现。 

2. 理论基础 

2.1. 道义公平理论 

道义公平理论强调以往研究所忽视的道德因素，认为人们追求公平纯粹就是为了公平本身，因为它

是道德的、正确的，有时人们甚至会为了实现公平而牺牲自己的利益(O’Reilly et al., 2016)。 
影像学和病理学研究显示，目击不道德行为能够引发旁观者的共情反应(Ciaramidaro et al., 2018)，激

活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等脑区(Feng et al., 2016)，使得旁观者采取行为干预不道德行为。个体在共情

关注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越倾向于惩罚实施者(Lu & McKeown, 2018)。相关研究表明，那些共情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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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更可能持有与社会公正相关的积极态度，这种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正义措施中是一致的，包括对正义

运动的同情、分配正义和企业社会责任(Matthew et al., 2019)。Takamatsu (2018)还发现，共情可能会预测

我们以后的亲社会行为。相反，共情或心理理论的损伤与反社会行为有关，例如过度兴奋(Winter et al., 
2017)。在组织中，研究表明下属更喜欢表现出更多共情的领导者(Holt et al., 2017)。当下属接受负面反馈

时，如果领导者表现出共情关怀，那么下属的负面情绪会下降，正面情绪会上升(Young et al., 2017)。如

果领导者表现出更多情绪上的共情和关怀，也会增强下属的信任和彼此之间的友谊(Troth et al., 2018)。共

情与特质愤怒、敌意认知和攻击行为之间也存在相关(Gantiva et al., 2018)。但 Blair (2018)的研究显示，共

情对道德相关行为的作用存在不同的机制，包括减少对痛苦线索的攻击性抑制，攻击性与他人痛苦的关

联学习受损，以及不正常的功利性道德判断。 

2.2. 情感事件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ET)认为，工作中消极或积极的事件或诱发个体相应的情绪

反应，情绪反应又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情绪反应对行为的影响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直接

由情绪反应影响个体的行为，即情感驱动行为(affect-driven behaviors)；一种是通过情绪反应影响个体的

态度，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即判断驱动行为(judgment-driven behaviors)。研究发现，内疚和同情这两种

情绪与助人行为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吴鹏等，2017)。比如，道德情绪既可以直接影响网络助人行为，道

德推理也可以中介两者的关系(Erreygers et al., 2017)。同情情绪会促使个体对求助者困境的关注，进而采

取助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消除个体的消极情绪。而内疚情绪是出于个体自身的不道德行为，为了消除

这种情绪，个体会做出补偿或者道歉行为。 
相关脑电研究显示，由于违反了社会预期，违规行为一般会引发与负性情绪评价有关的反馈相关负

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 Enge et al., 2017)。而且旁观者的共情水平越高，FRN 的波幅就越大

(Mothes et al., 2016)。有关情绪机制的众多研究表明旁观者的惩罚行为与道德愤怒显著相关(陈思静&马剑

虹，2011)。但除了惩罚实施者以外，旁观者也可能采取行为帮助受害者，以补偿受害者的方式来重建公

平(O’Reilly & Aquino, 2011)。Lotz et al. (2011)指出，自我聚焦情绪下的恐惧、焦虑和愧疚等情绪可以预

测旁观者的补偿行为。道德愤怒也参与了补偿行为的产生(Mitchell et al., 2015)｡van Prooijen et al. (2010)
强调，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愤怒是一种对抗性的情绪，但是愤怒也能引发亲社会的行为。也就是说愤怒

不仅可以促使旁观者惩罚实施者，还可以促进个体帮助或者补偿受害者。 
总之，不管是情感事件理论还是道义公平理论，都认为旁观他人的无礼互动会引起个体的消极情绪，

而消极情绪对旁观者的行为反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旁观者的愤怒情绪，但

事实上旁观者的情绪体验是非常复杂的，除愤怒外，旁观者还可能产生焦虑、消沉等情绪体验。除此之

外，导致被试惩罚实施者和补偿受害者的情绪机制是否一致？愤怒情绪在惩罚行为和补偿行为中都发挥

了作用，但为什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是不同的道德水准伦理原则，还是有性别与个性的原因？对于这

些问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 旁观者行为 

根据道义公平理论，组织成员非常在意组织中的公平，不仅因为组织公平关系到他们自己的未来，

关系到他们在组织中的立场，也因为道德是他们价值观的一部分。当看到不公行为时，个体会产生一种

纠正错误行为的意愿，并产生消极的情绪反应，采取各种行为来重建道义公平(O’Reilly et al., 2016)。在

旁观违规行为后，个体可以有两种利他性的旁观者干预行为(third-party intervention)：惩罚实施者和帮助

受害者。但是，旁观者做出惩罚实施者的行为会经历更复杂的决策过程。因为相比于惩罚实施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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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显得更加道德。所以，如果能够选择惩罚还是帮助，个体会更倾向于采取助人行为。只有当惩罚

行为成为唯一选择时，个体才会用惩罚实施者的方式重建自己的公平感知(谢东杰&苏彦捷，2019)。 
随着脑科学的发展，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旁观者的补偿行为和惩罚行为在神经机制上的差别。利用

fMRI 研究发现，补偿行为和惩罚行为都激活了与大脑奖赏机制密切相关的双侧纹状体(bilateral striatum)，
表明这两种行为可能具有某种相同的神经基础。但是，Yang et al. (2015)的研究也发现，旁观者的补偿行

为和惩罚行为也存在不同的脑网络：在旁观者采取补偿行为时，除了双侧纹状体，右侧前额叶皮层(lPFC)
也被激活了；而旁观者惩罚实施者时，除了双侧纹状体，被激活的时左侧前额叶皮层(rPFC)和腹内侧前

额叶皮层(vmPFC)。Stallen et al. (2018)的 fMRI 研究发现，相比于补偿行为，惩罚行为能够更大程度的激

活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这说明大脑中与奖励相关的机制优先选择了惩罚行为。 
在组织情境中，研究者也研究了组织外个体(如顾客)观察到无礼行为后的行为反应。在观察到组织员

工的无礼行为后，顾客会对组织做出负面的评价，不仅是针对实施者，也包括组织中其他的个体和整个

组织的未来发展(Porath et al., 2010)。顾客还可能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补偿受害者。认知上的补偿

行为主要是对受害者的服务做出积极评价；情感上的补偿行为是指给予受害者支持，如对受害者使用更

多支持性的语言，如“请”“谢谢”等；行为上的补偿行为体现在个体给予受害者更高的小费(Hershcovis 
& Bhatnagar, 2017)。 

除此之外，当旁观者认为受害者就应该受到无礼对待时，观察到无礼行为的旁观者会感到满意，感

到满意的旁观者会倾向于排挤受害者(Mitchell et al., 2015)。这种回避式的应对方式，包括对无礼行为无

动于衷或袖手旁观，实际上也是针对受害者的一种无礼行为，会增强受害者的离职倾向，降低受害者的

工作满意度。 

4. 影响因素 

由于无礼行为强度小、伤害意图模糊，因此无礼行为通常发生在有旁观者的情境下。虽然早期研究

者注重研究无礼行为中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动态发展，近年来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向旁观者的行为转

移，并将旁观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纳入到无礼行为动态发展的过程中(Mitchell et al., 2015)。通过对以

往研究的梳理，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4.1. 认知因素 

4.1.1. 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是指面对一个本质相同但描述不同的问题时，个体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判断。对于旁

观者的行为，以往研究大多是在收益框架进行的，忽略了损失框架。Liu et al. (2017)的研究对比了在收益

框架和损失框架下旁观者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在损失框架下，旁观者采取干预行为的几率和花费的

额度都大于收益框架下的行为。当在同一框架中对比旁观者的惩罚行为和补偿行为时，在收益框架下，

旁观者选择惩罚实施者的几率更大，但在损失框架下个体更倾向于采取补偿行为。此外，旁观者在补偿

行为和惩罚行为中花费的额度也有类似的结果：在收益框架下，惩罚行为花费的金额大于补偿行为；而

在损失框架下，补偿行为花费的金额更多。 

4.1.2. 认知加工过程 
行为可以分为直觉式(reflexive and intuitive)反应和反思式(reflective and deliberative)反应，一般前者的

决策反应时较短，后者的反应时较长，但采用直觉式反应的个体会有更加强烈的不公平感，行为反应也

会更剧烈(刘燕君等，2016)。以往研究发现，帮助、捐赠等利他行为大多基于直觉式反应(Hu et al., 2015)，
而惩罚更多的是反思式反应(Artavia et al., 2017)，这说明旁观者的惩罚行为可能涉及更复杂的认知加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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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采取惩罚行为的决策过程中，旁观者面临的认知冲突更多。由于无礼行为强度低、意图模糊，也

没有直接损害旁观者的利益，但惩罚行为需要损害实施者的利益，因此旁观者会面临自利动机与社会规

范的冲突(Yang et al., 2018)。另外，虽然惩罚实施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利他行为，但仍然损害了他人的

利益，个体会思考是否有必要采取惩罚行为(谢东杰&苏彦捷，2019)。 
由于存在认知冲突，个体需要通过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来应对冲突(谢东杰&苏彦捷，2019)。

认知控制是指个体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实现未来目标的能力(Crone & Steinbeis, 2017)。来自脑

电研究的证据显示，虽然违规行为引发的反馈相关负波(FRN)的波幅与共情水平存在相关，但 FRN 的波

幅与旁观者最终的惩罚行为之间却没有显著的相关(Mothes et al., 2016)。这说明，存在其他因素调节了消

极情绪和惩罚行为之间的关系，认知控制可能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谢东杰&苏彦捷，2019)。经颅直流电

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研究通过操纵与认知控制紧密相关的背外侧前额叶区

域(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活动，并在有代价和无代价条件下对比个体的惩罚行为，证实

认知控制确实抑制了自利冲动(殷西乐等，2019)。 

4.1.3. 归因 
旁观者无礼行为的归因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反应。不公平事件发生后，个体会思考后果的严重性、

进行责任归因、衡量事件违反道德的程度。责任归因是指决定谁应该为事件后果负责。责任归因过程一

般被认为是影响旁观者组织公平感的重要因素(Skarlicki et al., 2015)，当旁观者认为实施者应该为事件负

责时，旁观者才可能体验到不公平感并采取行为；但如果旁观者认为实施者就应该承受不公平对待，旁

观者就不会产生不公平感。大量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组织公平，当人际公平受到损害时，旁观

者体验到更强烈的道德愤怒和不公平感，这会使旁观者的惩罚行为更加强烈(O’Reilly et al., 2016)。 

4.2. 个人特征 

4.2.1. 共情 
助人行为是一种关注、关怀、解决他人需要的利他行为，在无礼行为中一般指向受害者。研究表明，

对受害者产生共情是采取助人行为的主要驱动力(Patil et al., 2018)。根据共情的定义(Decety et al., 2016)，
共情能够驱动帮助动机进而超越自私动机，且共情能力高的个体更可能帮助他人。Zhao et al. (2017)用大

五人格(Big Five Aspect Scales)和 HEXACO 六人格特质来研究旁观者补偿行为的个体差异，发现存在分配

不公平时，共情可以预测旁观者的补偿行为。但共情与旁观者惩罚行为的关系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研究结

果。Leliveld et al. (2008)研究发现，高共情的人更多的倾向采取补偿行为，而低共情的人更倾向采取惩罚

行为，但是 Weng et al. (2015)的研究中，共情与旁观者惩罚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4.2.2. 正义感 
正义感(justice sensitivity)也能够解释旁观者在惩罚行为上的差异。一般来说，旁观者的惩罚行为是一

种关注不公平事件、为了维护社会规范而做出的利他行为，它指向的是违规者。从行为动机来看，旁观

者选择惩罚违规行为实施者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对公正的偏好，抱有因果报应(retribution)的信念，威

慑违规者(Tan & Xiao, 2018)。而正义感是个体对不公正事件的感知程度以及恢复正义的倾向性(Decety & 
Yoder, 2017)，也就是说，旁观者惩罚行为的动机与正义感有密切关系，这也得到了研究的证实(Lotz et al., 
2011)。 

在面临惩罚实施者还是采取回避行为的选择时，正义感越强的个体越可能惩罚实施者(Lotz et al., 
2011)。而且，在面对违规行为时，正义感越强的个体情绪反应越强烈，道德愤慨的这种差别尤其明显，

而且还中介了正义感和旁观者惩罚行为之间的关系(Lotz et al., 2011)。当个体在个体能够选择帮助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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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种中介作用仍然存在(Lotz et al., 2011)。这些研究表明，正义感和旁观者惩罚之间可能存在稳定的

正相关。 

4.2.3. 道德认同 
道德认同也会对旁观者的组织公平感产生重要影响。Mitchell et al. (2015)指出，作为一种以道德为中

心构建的自我概念，道德认同能够加强伦理行为，削弱非伦理行为。因此，道德认同高的旁观者更有可

能采取补偿行为，而不会采取惩罚行为。Mitchell et al. (2015)还发现，旁观者的道德同一性会调节他们的

情感和行为反应，比如高水平的道德同一感会强化个体的道德行为(同事支持)，减少伤害行为(主管的偏

差行为，同事排斥)。旁观者的道德认同越高，采取干预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O’Reilly et al., 2016)。此

外，旁观者的公正敏感性也被证明与组织公平感知存在负相关(Lotz et al., 2011)。 

4.3. 组织因素 

4.3.1. 受害者人数 
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责任的意识导致他们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当一个人面对任务时，他会清醒地

认识到他的责任，而如果有许多人面对的话，就会形成责任分散的局面，导致旁观者产生一种观望的从

众心理，造成“集体冷漠”的社会效应(Latané & Darley, 1970)。但 Konis et al. (2016)操纵无礼行为受害者

的人数，发现违规行为中涉及的受害者越多，旁观者对单个受害者的补偿力度就会越小。对于只涉及一

个受害者的违规行为，旁观者认为事件的严重性大于涉及多个受害者的违规行为，也更加不道德。 

4.3.2. 群体偏见 
Liu et al. (2018)发现，群体偏见也对旁观者的补偿行为和惩罚行为有影响。如果旁观者将实施者视为

内群体成员，他们惩罚实施者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如果旁观者将实施者视为外群体成员，虽然在采取补

偿行为还是惩罚行为的几率上没有差别，但是旁观者惩罚的力度却大于对内群体成员的力度。但不论是

对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补偿行为的几率和力度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4.3.3. 群体认同 
Li et al. (2017)在跨文化情境下研究发现，旁观者对受害者和实施者所属群体的认同会显著影响他们

的公平感知。当群体认同较高时，旁观者更倾向于将无礼行为视为不公平的，进而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徐杰等(2017)也指出，如果旁观者与实施者的社会距离更近，群体认同更强烈，旁观者更有可能对无礼行

为视而不见。 

4.3.4. 组织地位 
旁观者在组织中的地位也会影响他们对无礼行为的反应。以往研究显示，有权力的旁观者比没有权

力的旁观者感受到更少的痛苦、同情和共情，也更少地体验受害者的感受，他们对于无礼行为的道德判

断更加严格(van Prooijen et al., 2010)。除此之外，有权力的旁观者认为自己具有影响他人的能力，因此更

倾向于采取行动改变他人的行为，通过惩罚实施者的方式纠正他们的无礼行为。无礼行为让有权力的旁

观者感受到地位和身份的挑战，进而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因此权力间接增加了他们支持受害者的行为。

同时，如果组织中权利距离较高，旁观者地位较高的无礼行为实施者持有服从的态度，进而抑制自身的

不公平感(Skarlicki et al., 2015)。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中，有关旁观者行为的研究数量较少，涉及的相关影响因素也较少。在今后的

研究中，可以更多地研究旁观者的道德认知、道德情绪的产生机制，以及旁观者的人格、权力等个人特

征的影响，同时还应该关注更多组织层面的因素，特别是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支持的作用。同时，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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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探索干预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措施。 

5. 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以往研究主要使用关键事件技术和虚拟情境探究旁观者的行为，少数研究使用真实情境进行

研究。关键事件技术时间跨度比较长，被试回忆诱发的认知和情绪可能与当时情境不同，而且回忆本身

与现实情境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在虚拟情境中，被试作为旁观者可能出于社会赞许性采取更加积

极的行为，却在实际情境中袖手旁观。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可取的方法是整合多种方法开展研究。在研

究中，可以使用日志研究，了解旁观无礼行为后旁观者更长时间范围内的情绪和行为变化，也可以为无

礼行为的螺旋发展或者干预措施提供信息。目前，脑神经科学与影像学和心理学的结合愈来愈普遍，未

来也可以更多地探索无礼行为发生后个体的神经生物变化，通过神经科学的技术更好地揭示个体的归因

过程、情绪机制等。 
第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道德愤怒和共情的作用机制，但是在观察到无礼行为后，旁观者也可能

产生其他的情绪体验。比如，当旁观者因为实施者的权力或者社会压力而袖手旁观，既不去阻止或惩罚

实施者，也没有采取行动帮助受害者，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会造成一种缺乏组织支持的氛围，加深对受害

者的伤害。旁观者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作为感到内疚，这种内疚情绪在将来再次观察到无礼行为时，可

能会使旁观者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另外，尽管无礼行为普遍存在，但其造成的消极影响却因人而异。

是哪些个体特征缓解或者恶化了无礼行为的消极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针对旁观者的认知模

式、归因、情绪、人格特征等开展研究。 
第三，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发生在组织情境下，因此组织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实

施者、受害者与旁观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会推动无礼行为的消解或者升级，其中的具体机制仍然需要进一

步研究。心理契约、组织承诺、组织公平感等组织层面的因素也会影响旁观者的行为，都需要进一步研

究。除此以外，还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开展研究，比如在有些组织中攻击性语言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

分，这时无礼行为的表现形式和消极后果是否有其他的特点？ 
最后，以往相关研究集中在西方国家，对中国情境下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相比西

方国家，中国的权力距离更大，因此在中国情境下，下级对上级实施的无礼行为更有可能采取顺从的态

度，进而导致无礼行为更加普遍，长期积累下的危害可能更大。另外，中国文化更加强调遵从规则和权

威，可能会降低个体采取反抗性行为的可能。在面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时，旁观者更有可能明哲保身、

视而不见。除此以外，中国职场上女性的地位更低，更有可能成为无礼行为的受害者，导致职场女性在

兼顾事业和家庭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可见，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在中国情境下的危害性也非常值得关注。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更有必要关注中国情境下的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研究相关的影响因素，采取更有

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进而减少消除无礼行为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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